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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根据官方消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于12月1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当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述评，中国经济“新方位”的提法首次进入公众视野，中国经济在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阶段，站在新方位上，中国经济还面临哪些问题？将会延续什么样的走势？如何有效推进改革？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
田是国内知名的市场派经济学家，第十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家获得者。他认为，在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及更好发挥政府在维护和服务方面的作用，处理好发展和治理的逻辑。
预计明年GDP目标下调
《21世纪》：中国经济的“新方位”，首先表现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总量和基数变大后做不到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未来的经济会怎么走？是否会下调目标？
田国强：2016年中国经济有回稳态势，但我认为，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相比，6.7%的增速还有较大落差，中国经济本可表现得更好。
尽管未来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进入下行通道，但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在近些年差距过大，超过两个多百分点。能否减小这样的不正常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改革的成效。
如果改革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的执行及政策应对恰当，则在“十三五”时期，平均潜在增长率仍能维持在7%左右，从而实际增长率可以有一个接近潜在增长率的增速。相反，如果改革陷入停滞，则实际增长率将出现较大的下滑。
展望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尤其发达经济体中以欧盟内部动荡和美国总统换届可能引发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使得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很难借助外力回暖。
当然，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风险还是许多部门没有真正按照中央决议精神进行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和应对当前的经济下滑，没有解决是政府还是市场，是国企还是民企这样“谁去做”和“怎么做”的关键性、方向性问题。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大搞“空对空”和形式主义，各种新概念和文件层出不穷。
我们预期，2017年的增长目标数据会有所下调。

《21世纪》：你说的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这些年差距过大，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田国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这种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经济结构的失衡，驱动转型滞后。具体体现为需求结构失衡，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关系的失衡，内外需关系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高耗能、高污染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产品质量不高，创新不足；市场结构失衡，缺乏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
二是体制结构的失衡，发展逻辑错位，主要体现在“三重三轻”——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当前经济下滑压力大主要是由于政府主导动力枯竭，地方财政不具有可持续性；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资金继续流向本来就充裕的国有企业，重复投资、无效投资的累积，造血机制不足；加上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不作为的问题，及对“新常态”的理解偏差等多重原因造成的。
三是治理结构的失衡，治理逻辑失灵，也就是决议、决策和下面部门和地方政府执行力差距大的失衡。许多部门和地方政府没有真正遵循中央决议精神，特别是没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方向改革。
要扩大有效市场制度供给
《21世纪》：贯穿2016年经济政策主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去产能和去库存都带来了相应领域的价格暴涨，你觉得明年的改革执行中应该侧重什么方面？
田国强：显然，靠政府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人为地层层分解任务式地去产能和去库存，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并且可能会出现激励扭曲，把一些效率高的民营企业打压下去，而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乃至僵尸企业却仍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
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还是扩大有效市场制度供给，应以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为内涵推进，并让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以此提高市场效率，建立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提供各种所有制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提振民间信心和民营经济大发展。这才是中国同时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以及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标本兼治的必要之策。
《21世纪》：今年学界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也备受关注，如何通过产业政策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田国强：对于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创造一个合理的竞争性市场制度环境，要远比制定实施“精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具体的产业政策来得更为重要。
创新驱动发展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不是靠有为政府、靠国企，而是靠市场、靠民企。所谓创新，首先就意味着打破循规蹈矩，这就必然蕴含高风险，尤其高科技创新更具有高风险特征。一旦成功就会有相当可观的盈利回报，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金前赴后继地往里投。
对国企而言，由于先天缺乏承担风险的激励机制，不可能去冒这样的高风险。而对于民营经济，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强烈动机，是最敢于冒风险的，从而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
有限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和提供公共服务。中国离有限政府的定位还很远，因而需要通过市场化制度改革取向来建立有限政府和现代市场制度，以此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解决中长期的发展和治理问题，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长治久安。




